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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共数据开放能缓解新进入者劣势吗?
———来自公共数据平台的准自然实验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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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佳豪
(南京师范大学商学院,

 

南京
 

210023)

摘　 要:
 

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进入者劣势主要表现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因缺乏数据而导致的无法进入的状态。 立足公共数

据的数据要素和公共服务双重属性,考察 2010—2019 年这一样本区间下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并利用

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准自然实验,实证分析其中的作用效果。 研究结果显示,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的数

据敏感型创业,弥补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进入者劣势。 机制分析表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释放地区的市场需求潜能,为数据敏

感型创业者提供更多优质的生产要素,优化地区的营商环境,从而激发数据敏感型创业者的市场进入,形成市场赋能效应、要
素赋能效应和制度赋能效应。 进一步分析发现,随着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和地区信息获取程度的提升,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

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效应也随之提升,而且公共数据开放也有助于带动地区整体的创业活跃度;公共数据开放对市场分割

程度较低的城市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更强。 研究结论可能为破解数字经济时代的新进入者劣势、营造有助于创

业活动的数字化环境提供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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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创业在本质上是创业者将各种创业资源整合并进行生产,将其转化为新产品、新市场与新技术的“创造

性破坏”的过程[1] 。 其中,创业资源的获取便成为决定创业活动成功与否,避免新创企业落入新进入者劣势

的关键。 新进入者劣势指的是新创企业由于缺乏顾客关系、投资者关系及外部联系等外部创业资源而陷入

短期无效率等问题[2] 。 因此,新进入者,即创业者所新创办的企业往往会由于创业资源的获取不足而无法

生存,从而退出市场。 进入数字经济时代,除了资本、劳动力、土地、技术外,数据要素成为一种基础性和战

略性资源,从而也催生了对数据要素的规模和结构比较敏感的创业活动。 相较于传统的生产要素,数据要

素属于数字化的信息,不仅具有非稀缺性、强流动性、高融合性和非排他性[3] ,还具有内生生成性,即只要有

经济活动就会产生数据;经济活动越多,数据产生量就越多[4] ,这决定了数据要素不是无处不在、无时不在、
人人皆有,其往往会被少数大的平台垄断[5-7] 。 对于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而言,新进入者劣势就不仅仅体现

在其拥有的传统资源和能力的欠缺,还体现为数据要素及其获取能力的匮乏,这可能会引发市场失灵,导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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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业活动低于社会最优水平。
近年来,为了进一步激发创业活力,营造有助于创业活动的数字化环境,弥补数据要素缺失所引发的新

进入者劣势,各级政府在强化数据要素市场体系建设过程中,不断致力于公共数据开放共享,以此充分释放

各类数据要素的经济价值。 公共数据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

务过程中产生、采集并处理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本地区在经济建设、公共安全等领域的信息,以及各级党

政机关在执行相关政策时所记录的并以电子化形式保存的信息。 2015 年出台的《促进大数据发展行动纲

要》指出要稳步推动公共数据资源开放,2016 年发布的《大数据产业发展规划(2016—2020 年)》也指出在全

国建设若干国家大数据综合试验区,在大数据制度创新、公共数据开放共享等方面开展系统性探索实验。
国家“十四五”规划在“提高数字政府建设水平”一章中专门提出要加强公共数据开放共享。 《中共中央关于

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五个五年规划的建议》也提出要健全数据要素基础制度,建设开放共享安全

的全国一体化数据市场,深化数据资源开发利用。 目前,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已经成为加快数据要素市场体

系建设和数字中国建设的重要内容,对于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亦具有重要意义。
公共数据具有数据要素和公共服务的双重属性。 一方面,公共数据所记录的政府部门供给公共服务的

信息在很大程度上能够反映本地区居民或企业对公共服务的使用状况与需求偏好,是一个巨大的“市场信

号库”。 推进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能够降低数据敏感型创业者获取市场信息的壁垒与成本[8] ,缓解信息不

对称[9] ,帮助它们挖掘更多潜在的商业需求和经济价值增长点,形成一种市场赋能效应。 另一方面,公共数

据能够促进资本要素结构升级,从数字化、智能化方面优化资本结构,进而为数据敏感型创业者提供更多优

质的资本要素,帮助创业者实现更好的资源整合与“创造性破坏”,形成一种要素赋能效应。 不仅如此,推进

公共数据开放既能够更加有效地向社会传达政府的施政信息,强化社会监督,提高政府透明度,也可以减少

企业的机会主义行为,规范市场秩序,从而优化地区的营商环境,降低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制度性交易成

本,形成一种制度赋能效应。 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公共数据作为政府向社会开放的公用数据,其本身就是

一种公共资源。 政府向社会输送海量且透明的数据能够带来大量的商业和社会价值[10] ,实现了公共价值的

形成与释放,开辟了公共价值形成的新路径。 同时,在数字经济时代下,区别于以往政府治理的单一职能,
公共数据开放也是政府实现数字化治理的重要体现。 政府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实现了企业、政府、消费者等

多元主体的协同治理,形成了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在治理中的“赋能者”角色,通过公共数据开放赋能各类

主体共创社会价值。
既有文献已经发现了数字经济时代创业活动面临的新特征和新问题[11-13] ,也关注到了政府所推进的公

共数据开放对企业创新[14] 、企业机会主义行为[15] 、企业生产方式和效率[16-17] ,以及对宏观经济发展所产生

的影响[18-19] 。 与本文相近的文献中,蔡运坤等[13] 及郑志强和何佳俐[15] 等学者都关注到了公共数据开放对

创业活动的影响,验证了公共数据开放在促进新企业进入方面的积极效果。 遗憾的是,这些研究并没有从

公共数据的双重属性角度探究公共数据开放所形成的市场赋能效应、要素赋能效应和制度赋能效应,尤其

是忽视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效应,这可能不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公共数据开放与数字

经济时代下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以及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作为“赋能者”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实现公共价值

的路径。 本文立足数字经济时代创业活动的新进入者劣势,基于 2010—2019 年这一样本研究区间,将公共

数据开放的市场赋能效应、要素赋能效应和制度赋能效应纳入一个统一的框架内,分析其对地区数据敏感

型创业水平的影响效应,发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地激发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
可能的边际贡献有三点:第一,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紧密结合数字经济时代创业者因数据要素缺乏所

产生的新进入者劣势这一问题,聚焦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探究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如何助力数据敏

感型创业者破解新进入者劣势和市场失灵。 本文研究不仅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在数字经济时代影响创

业活动的关键因素,而且揭示了公共数据作为公共资源释放公共价值的方式,从而拓展公共价值的生成路

径,丰富了公共价值理论的研究视角。 第二,从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和公共服务的双重属性出发,从市场

赋能效应、要素赋能效应和制度赋能效应三个方面深入分析了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

机理,有助于更加全面地理解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影响创业活动的内在机制。 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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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下政府的“赋能者”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延伸了传统公共治理理论中政府的服务职能,丰富了公共治理

理论的内涵。 第三,相较于以往研究,本文不仅考察高质量的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影响,
还探究了公共数据开放是否影响了地区整体创业活动水平。 这有助于更加全面地认识公共数据开放与地

区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针对性的启示。

二、文献综述和机制分析

(一)文献综述

早期关于影响创业活动因素的研究主要集中于企业家才能的视角,即创业者的能力与禀赋是决定创业

活动的核心要素,如自有资源的数量和质量、识别市场机会的能力、利用创新的能力及容忍风险的能力

等[20-21] ,以及创业者个人的特质(如性别、年龄、受教育年限和工作经验等) [22-24] 。 然而,与在位企业相比,新
创企业由于内部资源与能力相对较少,缺乏丰富的市场经验,往往会陷入新进入者劣势而资源枯竭死

亡[2,25-26] 。 因此,对于新创企业而言,外部创业资源获取和创业环境便成为其创业决策的关键因素,此即制

度基础观[27] 。
制度基础观认为,企业家的供应在不同时期的社会中是相对稳定的,经济发展并不取决于一个社会企

业家才能或企业家精神的多少,而是取决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制度与非制度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正

确引导[27] 。 从制度环境角度出发,差异化的制度影响了创业者的行动选择,创业者通过偏离和遵守制度来

有效地管理不确定性,从而表现为差异化制度中的选择多样性[28-29] 。 从营商环境角度出发,营商环境之间

的差异使得创业者对政府效率、人力资源、金融服务及公共服务等创业资源获取存在差异性,从而影响创业

行为[30-31] 。 其中,从金融服务环境的角度出发,金融包容能够为企业提供多元化的融资渠道,极大程度上缓

解了企业的融资约束[32] ,激发了企业家的创业精神。 此外,基础设施作为公共服务的重要体现,其不仅能够

提升当地的环境承载力从而催生更多创业机会[33] ,而且能够吸引企业与高技能人才的流入,激发地区的创

业活力[34-35] 。
近年来,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大数据分析、云计算及人工智能等数字技术不断普及,数据要素不

断渗透于企业的生产之中[16] 。 数字经济时代的创业者(数据敏感型创业者)不仅关注传统的生产要素和资

源[36] ,还对数据要素的获取,以及数字经济发展环境更加关注。 其中,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的典型代表,
从其公共资源的属性角度出发,公共数据的开放首先就是为社会提供了大量透明、公开、共享的公共信息。
公共数据的开放能够降低投资者等经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的成本[8,16] 、披露企业信息减少企业的机会主义

行为[15] ,以及缓和银企之间的信息不对称[9] 。 然而,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共数据不仅是一种公共资源,更是一

种数字技术创新应用[13,19] 。
从数字技术创新应用的角度出发,公共数据的开放有助于实现数据要素与传统生产要素的结合[16] 。 数

字经济时代下,数据要素作为高效率生产要素,通过促进生产结构转型升级来匹配技术进步方向,提高企业

的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从而推动企业的创业创新行为[14] ,尤其是数据敏感型创业。 同时,金融机构能

够依托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将公共数据资源与其内部资源相结合,对企业相关数据进行精准把控,能够扩大

金融服务的覆盖范围[37] ,缓解小微企业的融资约束[38] ,优化数据敏感型创业者的金融环境和金融基础设施

环境,激发其创业意愿[39] 。 此外,随着数据要素在传统生产领域的渗透,公共数据资源的供给服务提升,公
共服务也呈现出数字化的特征。 例如,数字基础设施建设能够有效利用海量的优质公共数据资源,有利于

吸引高技能创业人才,增强当地的经济活力[40] 。
整体而言,现有文献对于影响创业活动的关键因素进行了比较充分的挖掘和探讨,尤其是以制度基础

观为代表的研究强调了外部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 伴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越来越多的学者关注到

数字经济发展和数字化环境对创业活动的影响,也有文献考察了数字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公共数据开放所产

生的经济效应,这对于本文的研究都具有非常直接的启示意义。 遗憾的是,目前少有文献关注到政府主导

的公共数据开放共享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影响,尤其是没有考察公共数据的数据要素属性和公共

服务属性在其中的影响,这势必不利于更加深入地识别数字经济时代下影响创业的关键因素,也不利于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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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考察公共数据开放的经济效应。 因此,本文从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这一角度出发,立足公共数据的

公共服务属性和数据要素属性,探讨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效应。
(二)影响机制分析

传统的创业理论认为,影响创业者市场进入的核心要素包括创业资源、创业机会与创业成本[41] 。 相较

于传统的工业社会阶段,数字经济时代下的创业者,不仅关注传统的劳动力、资本、技术等资源及外部的制

度环境,还更加关注数据要素的获取成本,以及相应的数字化环境。 公共数据具有数据要素和公共服务的

双重属性[13,19] ,富含大量的关于市场需求的信息。 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推动公共数据的社会共

享,降低数据敏感型创业者对公共数据的获取成本,这既有助于创业者获取更多与市场需求相关的信息,也
能够实现数字赋能创业企业的资本结构升级,更可以通过优化营商环境而为创业者提供更加完善的制度环

境。 也就是说,数字经济时代下,公共数据开放是政府治理职能转变,实现多元主体协同治理,共创社会价

值的重要方式。 政府作为数字经济时代下的“赋能者”角色,其通过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

赋能作用主要体现为市场赋能效应、要素赋能效应和制度赋能效应三个方面。
第一,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帮助数据敏感型创业者获取更多关于市场需求的信息,增加创业机会,从而促

进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开展,形成市场赋能效应。 公共数据是政府公共管理和服务机构在依法履行

公共管理职责或提供公共服务过程中产生、采集并处理的数据,包括但不限于本地区在经济建设、公共安

全、教育科技、卫生健康、供水供电、供气供热、环境保护、公共交通、文化休闲等领域的信息。 这些数据不仅

记录了政府公共管理部门提供公共服务或公共产品的信息,更蕴含了本地区居民或企业使用公共服务的信

息,反映了本地区居民或企业对公共服务的需求状况和偏好状况,是一个巨大的
 

“市场信号库”。 因此,政府

推动公共数据的开放共享,不仅是提高政府透明度的重要举措[15] ,还可以帮助市场主体挖掘更多潜在的商

业需求和经济价值增长点[19] 。 尤其是公共数据所具备的可复制性强和公共产品属性,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共

享有助于降低数据敏感型创业者获取市场信息的成本,破除创业者面临的市场信息壁垒,减少市场主体可

决策性数据资源获取的不对称性,缓解市场失灵[13] ,从而提升新创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的预

期,以此带来更多的创业机会。 因此,政府推动公共服务数据开放共享能够帮助数据敏感型创业者挖掘更

多潜在的市场需求,激发地区的市场潜能,激励创业者的市场进入行为,此即市场赋能效应。
第二,公共数据开放所形成的海量数据能够促进资本要素结构升级,激励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开展,

形成要素赋能效应。 创业是企业家重新组合生产要素,开拓新产品、新市场和新技术的“创造性破坏”过程,
拥有种类更多、规模更大、结构更好、质量更高的生产要素无疑对创业活动的产生具有重要的促进作用。 对

于公共数据而言,其不仅是一种信息资源,更是一种生产要素[16] 。 企业能够通过加工、筛选和处理等方式,
将其转化为能够有效融入生产活动的数据要素。 数据要素依托线上公共平台实现了大规模的共享并不断

渗透于生产领域,这有助于促进数据要素的流动,提升数据资源的配置效率[42] 。 这一过程中,数据要素通过

数字化、智能化设备等资本载体,将数据驱动决策、实时优化、路径规划等功能嵌入传统机械设备,从而实现

资本形态的数智化升级。 因此,数据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融合有助于数据要素改善传统资本要素结

构[16] ,促进资本结构的升级,推动数据要素赋能。 在数字经济时代,数据正在成为一种新型的生产要素,也
成为激励和支撑创业活动的重要因素。 数据要素不断渗入传统生产领域,有助于促进资本要素结构的升

级,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提供更多的优质资本要素。 数据要素对资本结构升级的影响不是局部性的“技

术取代资本”,而是系统性地改变了企业资本配置的条件、环境与能力。 更多数据要素与传统资本要素的结

合有助于企业采用数字化的模式进行生产,也通过使用数字化技术与智能化设备能够更好地把控产品信息

和生产风险,优化内部管理结构,降低企业管理中的冗余,降低不确定性感知度[43] ,进而减少创业过程中的

风险,激发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 因此,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降低创业者获取数据要素的成本,为数据敏感

型创业者供给更多的数据要素,促进资本结构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升级,形成要素赋能效应。
第三,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优化地区营商环境,强化社会监督,促进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开展,产生制

度赋能效应。 就公共数据的范围来说,其包括了政府供给公共服务过程中所产生的数据和政策制定、政策

实施、政策执行过程中的信息资源[44] ,推进公共数据开放在一定程度上来说也是优化营商环境、强化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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监督、提高政府透明度的重要环节。 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共享有助于向社会公众更好地传达政府政策

动向和实施效果,推动政府治理体系公开透明,减少政府对市场的不正当干预,提升政务服务的效率,也
有助于推进社会公众共同参与和监督政府的行为,从而进一步优化营商环境;另一方面,公共数据开放披

露了大量的与企业相关的数据,包括企业的注册信息、工商行政处罚、客户信用状况、失信被执行人信息

等方面的数据,极大程度上减少了部分企业的虚假披露和机会主义行为[15] ,能够有效规范市场秩序,优
化营商环境。

数字经济时代下,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使新创的数据敏感型企业更加容易获取外部资源,在一定程度

上克服了新进入者劣势[30] ,对于提升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具有重要作用。 商业信用环境的优化能够减少企

业的寻租行为,形成更加公平的竞争环境,避免企业无谓的社会机会成本的损失,降低创业活动的成本。 不

仅如此,由于营商环境的优化,新建企业所面临的创新创业方面的成本约束较之以往更小,企业能够更专注

于创新行为,提升综合竞争力,而且能够实现内部资源的合理分配[30] ,实现企业运营与企业创新行为之间的

效益最大化,提升企业的生存能力,从而激发了数据敏感型创业。 因此,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够进一

步优化地区的营商环境,为数据敏感型创业者的市场进入提供制度赋能。
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假设:
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能促进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H1);
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够从市场赋能、要素赋能和制度赋能三个方面促进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

(H2)。

三、研究设计

(一)模型构建

本文拟通过采用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作为政策冲击,考察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

敏感型创业的影响。 政府进行公共数据开放的初衷在于充分释放公共数据的经济和社会价值,提升行政效

率和透明度,强化社会监督,外生于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 因此,可以将其视为一项公共数据开放的准自然

实验。 本文借助双重差分模型,将上线公共开放平台的城市设置为处理组,将未上线公共开放平台的城市

设置为控制组。 考虑到各个城市上线公共开放平台的时间不一致,本文建立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进行实证

检验,具体回归模型如式(1)所示。
entrepreneurit =β0 +β1public_datait +β2controls +σi +σt +εit

       (1)
其中: i为城市; t为年份; entrepreneurit 为城市 i在 t年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采用每百人中信息传输、软件

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新创企业数量对其进行表征; public_datait 为公共数据开放

平台上线的虚拟变量,若城市 i 在 t 年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取 1,否则取 0; controlsit 为一系列可能会

影响地区创业活力的控制变量; σi 为城市固定效应; σt 为时间固定效应; εit 为随机扰动项;β 为待估系数。
另外,将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来排除同一城市内随机扰动项的相关问题。

(二)变量定义

1. 数据敏感型创业

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不仅是指那些以数据要素为核心要素的创业活动,还强调以数据生产作为核心业

务。 这些创业活动面临着较高的数据合规要求和安全风险。 相较于国民经济类别中的其他行业,信息传

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直接从事数据的采集、传输、存储、处理与分析,其产品

和服务本身就是数据或信息技术,对数据要素的敏感性不言而喻。 同时,该类行业的研发活动、实验测试、技术

咨询与推广等业务,高度依赖各类科学数据、实验数据、技术文档和专利数据作为关键研发投入。 在当代科研

范式下,数据驱动的研发已成为该行业的核心特征。 基于此,结合数据可获取性,本文将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

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创业作为数据敏感型创业。 采用企查查数据库全国企业信用查询系统

获取地级市层面每年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公示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

务业的新建企业数量,形成了各城市相应年份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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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企业数量的面板数据。 为了消除区域规模差异,参考白俊红等[45] 的方法,采用人口法将城市人口作为标准

化基数,以每百人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新创企业数量来衡量数据敏

感型创业水平,最终得到了 2010—2019 年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面板数据①。
2. 公共数据开放

中国于 2012 年在上海市和北京市等地率先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之后数量持续增长,截至 2023 年

底已达到 204 个。 其中,所有直辖市,以及福建省、广东省等 10 个省域下辖的所有城市都已上线了公共数据

开放平台, 形成中国最为密集的 “ 开放数林”。 本文将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视为一项准自然实验, 以

public_datait 这一虚拟变量来衡量公共数据的开放。 具体的,若城市在 t 年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设

为 1;反之,则设为 0。 若城市上线了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视为处理组;若城市未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则
视为控制组。

3. 控制变量

本文选取控制变量:教育发展水平(education)、金融支持水平( finance)、经济发展水平(development)、科
学技术支出(expenditure)、地区产业结构( industry)、基础设施水平( road)、人口密度(population)。 主要变量

的描述性统计见表 1。

表 1　 主要变量描述性统计

变量 观测数 平均值 标准差 最小值 中位数 最大值

entrepreneur 2780 0. 0361 0. 0691 0. 0012 0. 0163 1. 3249
public_data 2780 0. 0633 0. 2436 0 0 1. 0000
education 2780 1. 8674 2. 2655 0. 0098 1. 0283 13. 1124
development 2780 10. 6660 0. 6011 8. 5762 10. 6412 15. 6752
finance 2780 1. 1297 0. 9818 0. 1322 0. 8238 16. 7426

expenditure 2780 0. 0227 0. 0291 0 0. 0133 0. 4237
industry 2780 2. 2956 0. 1502 1. 8206 2. 2848 2. 8320
road 2780 9. 4771 8. 1848 0. 2535 7. 8800 108. 3700

population 2780 5. 7430 0. 9178 1. 6194 5. 8849 7. 8816

四、实证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的分析

为了检验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效应,对式(1)进行估计,回归结果见表 2。 基准回归

结果表明,不管是在未控制时间固定效应、未加入控制变量、控制时间固定效应和加入控制变量的情况下,
公共数据开放(public_data)的估计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 根据(4)列的估计结果,公共数据开放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 0. 0388,表明在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下,相较于未上线公共数据平台的城市,上线公共数

据平台的城市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平均提高了约 3. 88%,即地方政府主导的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

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
(二)平行趋势检验

使用双重差分模型的前提是处理组和对照组能够满足平行趋势假设,即在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之

前,处理组与控制组在数据敏感性创业水平的变化上不存在显著差异。 本文通过构造如式(2)所示的模型

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entrepreneurit = β0 + ∑
0

t = -4
Befitβt + ∑

5

t = 1
Aftitαt +

 

θcontrolsit + σi + σt + εit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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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选取 2019 年作为样本的截止年份而非往后延伸,原因在于本文所采用的地级市层面的变量数据在 2020 年及以后统计口径(如城市统计年

鉴中相关数据)大多发生了改变。 例如,人口数量的统计口径由年平均人口数量变为常住人口数量。 一方面,本文的被解释变量经过了人

口数量的标准化处理,人口数量统计口径的改变会对敏感型创业水平的衡量产生一定的影响,统计口径的改变会导致变量测算产生偏误;
另一方面,教育发展水平、经济发展水平(人均 GDP),以及人口密度等控制变量的测算也均需经过人口数量的标准化处理或直接以人口数

量计算。 此外,为进一步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对样本的干扰,本文选取 2019 年作为样本的截止年份。



表 2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entrepreneur

(1) (2) (3) (4)

public_data 0. 0889∗∗∗

(6. 07)
0. 0518∗∗∗

(3. 65)
0. 0636∗∗∗

(5. 09)
0. 0388∗∗∗

(3. 44)

education -0. 0050∗∗∗

( -2. 71)
-0. 0039∗∗

( -2. 06)

development 0. 0142∗∗∗

(2. 81)
-0. 0171∗∗

( -2. 50)

finance 0. 0006
(0. 43)

0. 0033∗∗∗

(3. 06)

expenditure 0. 0466
(1. 24)

0. 1290∗∗

(2. 25)

industry 0. 1117∗∗∗

(5. 23)
-0. 1008∗∗∗

( -4. 22)

road 0. 0006
(1. 39)

0. 0017∗∗∗

(2. 89)

population 0. 2804∗∗∗

(3. 61)
0. 2543∗∗∗

(3. 82)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调整 R2 0. 5576 0. 6341 0. 6246 0. 676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表 3　 平行趋势检验中各期系数的回归结果

变量
entrepreneur

(1)

pre_4 0. 0007
(0. 21)

pre_3 0. 0003
(0. 07)

pre_2 0. 0020
(0. 37)

current 0. 0222
(1. 45)

post_1 0. 0240∗∗

(2. 23)

post_2 0. 0584∗∗

(2. 08)

post_3 0. 1065∗∗

(2. 55)

post_4 0. 1142∗∗∗

(2. 76)

post_5 0. 1096∗∗∗

(3. 76)
控制变量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观测值 2780
调整 R2 0. 397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其中: Befit 与 Aftit 分别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上线前、后
第 t 年的虚拟变量; βt 与 αt 分别为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上线前、后第 t 年时的处理组与控制组之间的数据敏感

型创业水平的差异。 本文将政策相对实施前一期作为

基期进行平行趋势检验,检验结果见表 3。 其中, pre_t
的回归系数与 βt 相对应, post_t 的回归系数与 αt 相对

应, current 的回归系数为政策实施当期的回归系数。
根据回归结果,在公共数据平台上线之前,处理组与控

制组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不存在显著差异。 系数 αt

在相对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 1 ~ 5 年内均显著为正。
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线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力

的作用随着相对开放年份的推移而呈现出上升的

趋势。
为了更加直观地观察系数 βt 与 αt 的变化趋势,进

一步绘制了平行趋势检验图(图 1)。 图 1 中的实线描

绘了由式(2)回归得到的试点前和试点后估计系数 βt

和 αt 的变化趋势,虚线范围内为相应的 95%置信区间。
pre_t 分别对应了图 1 中横轴上的-4 ~ -1 节点, post_t
分别对应了图中横轴上的 1 ~ 5 节点, current 对应了图

1 中横轴上的 0 节点。 根据图 1 的输出结果,在公共数

据平台上线之前意味着控制组与处理组在政策上线前

不存在显著差异。 系数 αt 在相对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

台 1 ~ 5 年内均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平台的上

线对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
但是,既有文献提出,事前趋势检验的低效力和以

事前趋势检验结果为条件的分析会导致对事后处理效

应估计的偏误,从而无法保证估计的无偏性[46] 。 基于
此,参考 Rambachan 和 Roth

 [47]提出的诚实双重差分方

法进行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 该方法主要包括两个步

骤:一是构造与平行趋势的最大偏离程度(Mbar);二是

构造与上述偏离程度相对应的事后处理效应估计量的

置信区间。 若在最大偏离程度下,处理后点估计量的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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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平行趋势检验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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置信区间不包含 0 值,则表明处理效应对平行趋势的偏离程度具有较好的稳健性。 参考 Rambachan 和

Roth
 [47]的方法,设置 Mbar= 1 × 标准误,对政策实施后的处理效应进行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 图 2 ~ 图 5 分

别反映了政策实施后第 1 ~ 4 年的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结果。 根据检验结果,政策实施后第 1 ~ 4 年的估计系

数的 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 0 值,说明在政策实施后第 1 ~ 4 年内给定不同的最大偏离程度下,公共数据开

放所引致的数据敏感性创业效应依然稳健,这四年的估计系数具有稳健性。 在一定冲击偏离下,公共数据

开放依然能够显著提升数据敏感性和创业水平。 根据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的结果,公共数据开放形成的数

据敏感型创业效应具有稳健性。

图 2　 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实施后一年)
  

　 　
图 3　 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实施后两年)

图 4　 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实施后三年)
   

　 　
图 5　 平行趋势敏感性检验(实施后四年)

(三)稳健性检验

1. 安慰剂检验

本文在 278 个地级市中随机抽取 110 个城市作为虚拟处理组,其余城市作为虚拟控制组进行回归,将此

操作重复 500 次后得到 500 组回归系数与其 P 值,在图 7 中绘制出 500 组回归系数及其 P 值的核密度估计

图。 从图 7 可以看出,安慰剂检验所得到的回归系数核密度图近似标准正态分布,绝大部分回归系数所对应

的 P 值大于 10%的显著性水平且安慰剂检验所得到的回归系数均不大于式(1)中的真实回归系数 0. 0388。
结果表明,随机抽取城市作为伪处理组进行回归并不会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产生显著影响,即随机

扰动因素并不会干扰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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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安慰剂检验结果

　 　 2. 替换地区经济活力衡量标准

将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衡量标准替换为未

进行城市人口基准化的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

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的新创企业数量,即选取数

据敏感型新创企业数量(number)作为地区创业活力的

衡量指标,从表 4 的(1)列可以看出,公共数据开放的

回归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无论选取何种

衡量指标,公共数据开放都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均有

显著的促进作用,本文的基准估计结果具有稳健性。
3.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的影响

选取智慧城市建设( policy1 )与大数据综合试验区

(policy2)来进行实证检验。 分别将智慧城市建设与大

数据综合试验区放入式(1)中进行回归,结果见表 4 的(2)列和(3)列。 policy1 与 policy2 的回归系数均不显

著。 本文进一步将这两项政策同时放入式(1)中进行回归。 从表 4 的(4)列可以看出,policy1 与 policy2 的回

归系数也均不显著。 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不受智慧城市建设与大数

据综合试验区的影响冲击,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4. 剔除直辖市样本

剔除北京、上海、天津及重庆四个直辖市的数据样本,将式(1)重新回归的结果见表 4 的(5)列。 在剔除

了直辖市样本后,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直辖市的特殊性并不会对公共数

据开放的影响效应造成太大影响,结果具有稳健性。
5. 替换行业选择

本文基于反事实分析的思路,将行业选择由数据敏感型行业替换为非数据敏感型中的任意行业,将被

解释变量替换为每百人中采矿业新创企业数量(mining),将式(1)重新回归的结果见表 4 的(6)列。 回归结

果表明,在替换行业选择后,公共数据开放的估计系数不显著,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对非数据敏感型行业的新

创企业数量不存在显著影响,从反向的角度验证了行业选择的稳健性。

表 4　 稳健性检验结果

变量

替换变量 排除政策 1
 

排除政策 2
 

排除混合政策
 

剔除直辖市 替换行业选择

number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entrepreneur mining
(1) (2) (3) (4) (5) (6)

public_data 2858. 931∗∗∗

(3. 16)
0. 0388∗∗∗

(3. 44)
0. 0387∗∗∗

(3. 45)
0. 0387∗∗∗

(3. 45)
0. 0358∗∗∗

(3. 08)
0. 0001
(1. 65)

policy1
-0. 0007
( -0. 20)

-0. 0004
( -0. 12)

policy2
0. 0064
(0. 80)

0. 0064
(0. 79)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2740 2780
调整 R2 0. 7381 0. 6768 0. 6773 0. 6771 0. 6311 0. 636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6. 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检验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48]发现,使用多时点 DID 模型所得到的回归系数会受异质性处理效应

的影响而存在估计偏差。 他们将异质性处理效应引入双向固定效应模型,发现双向固定效应模型的真实估

计系数 βfe 可表示为所有受处理个体的处理效应的加权之和的期望值如式(3)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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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考虑异质性处理效应下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处理变量:public_data 处理效应估计值个数 权重之和

正权重 173 1. 0025
负权重 3 -0. 0025
总计 176 1

双向固定效应系数( βfe )= 0. 0388
与 βfe 及 Δ_TR 相容的最小 σ(Δ) 值= 0:0. 1062

与 βfe 及符号相反的 Δ_TR 相容的最小 σ(Δ) 值:2. 0134

　 注:代表所有处理组样本实际的加权平均处理效应。

  

βfe = E ∑
(g,t):Dg,t = 1

Wg,tΔg,t( )
                           

(3)

其中: Wg,t 为城市 g 在 t 年的处理效应的权重数; Δg,t 为城市 g 在 t 年的平均处理效应。 负权重的处理效应

过多可能会对基准回归的结果产生影响,检验结果见表 5。 如果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接近于 1,说明原模

型所得到的估计系数稳健。 结果表明,大部分城市的各年度处理效应为正,个别城市的处理效应为负,说明

公共数据开放政策虽然在整体上对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有显著的促进作用,但可能导致区域间的

“虹吸效应”或“挤出效应”,表现为在样本期内公共数据开放对个别城市的平均处理效应为负。 结果表明,
异质性处理稳健性指标为 2. 0134,说明在整体上异质

性处理效应对本文的估计系数不存在较大影响,本文的

估计 系 数 具 有 稳 健 性。 参 考 De
 

Chaisemartin 和

D􀆳Haultfoeuille
 [48]的做法,进一步剔除权重为负的控制

组,估计出所有权重为正的控制组的平均处理效应后加

权,得到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 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

应结果见表 6。 结果发现,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为
 

0. 0447,在 5%的水平下显著为正,验证了结果的稳健性。

表 6　 修正后的平均处理效应结果

联合效应零假设检验:P= 0. 04072976
每个处理单元的平均累积(总)效应

平均总效应
估计值 标准误 置信区间下限 置信区间上限 观测值 处理转换×时期数

0. 0447437 0. 014181 0. 0169495 0. 0725379 2221 173
处理效应所累积的平均时期数= 2. 0693642

7. 内生性问题处理

第一,使用 PSM-DID 模型。 为了减小选择性偏差所带来的回归估计误差,基于多时点 PSM-DID 模型进

行实证检验。 具体地,使用卡尺最近邻匹配法将教育水平、地区发展水平等 7 个控制变量根据倾向得分匹配

到截面,剔除匹配未成功的数据,接着根据倾向得分将处理组与其特征相似的控制组相匹配,最终得到匹配

后的截面数据,匹配后的回归结果见表 7 的(1)列。 结果表明,公共数据开放(public_data)的系数在 5%的水

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匹配后的公共数据开放依然能够促进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提高,验证了基准回

归结果的稳健性。
第二,工具变量法。 选取各地级市质心到“八纵八横”光缆骨干节点城市的最小距离的自然对数作为公

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 本文将其与各地级市政府工作报告中数字经济政策相关总词频占政府工作报告

文本总长度的比重相交乘,赋予其时间趋势,最终得到了公共数据开放的工具变量( IV)。 该工具变量的选

择具有两方面的合理性。 一方面,中国的宽带网络很大程度上是在 1998 年建设完成的“八纵八横”光缆通

信干线网的基础上不断发展起来的。 同时,城市距离这套光缆通信干线网的距离越近,互联网的扩散速度

越快[49] 。 因此城市与“八纵八横”光缆通信干线网的距离会影响后续一系列以互联网为基础的措施,比如

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工具变量满足相关性条件。 另一方面,各城市与“八纵八横”光缆通信干线网之间

的地理距离是在历史上客观存在的,并且随着现在各地信息基础设施的不断完善,互联网普及率也在不断

提高。 因此,这一地理距离对于信息获取壁垒的影响越来越小,并不会直接影响到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

水平,故满足外生性条件。 此外,进一步将 2005 年的历史数字基础设施水平与年份的交互项引入模型中,强
化对该工具变量外生性假设的论证,以增强结果的稳健性。

基于此,使用两阶段最小二乘法进行工具变量检验,回归结果见表 7。 其中,(2)列为第一阶段回归结

果,(3)列为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 根据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所选取的工具变量( IV)与公共数据

开放(public_data)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且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为 13. 64,大于经验法则 10,表明本

文的弱工具变量问题较小。 根据第二阶段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public_data_IV 的回归系数在 1%水平上显

29

技术经济 第 45 卷　 第 7 期



表 7　 内生性问题处理结果

变量

PSM-DID 工具变量法

entrepreneur public_data entrepreneur
(1) (2) (3)

public_data 0. 0254∗∗

(2. 35)

IV -8. 6244∗∗∗

( -3. 50)

public_data_IV 0. 4011∗∗∗

(3. 32)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历史数字基础设施水平×年份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观测值 2679 2776 2776
Cragg-Donald

 

Wald
 

F 统计量 13. 64
调整 R2 0. 3350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 7 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著为正,与式(1)的回归结果相同。 根据两阶段最小二乘法的回归结果,本文所选取的工具变量能够在一定

程度上缓解此模型的内生性问题。

五、机制检验

(一)市场赋能效应

据理论分析中所述,公共数据开放能够帮助创业者获取更多关于市场需求的信息,提升新创数据敏感

型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的预期,从而促进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的开展,形成市场赋能效

应。 新创企业对于未来市场需求和市场份额的预期与当前市场所能达到的最大需求直接相关,即市场潜

力。 新创企业所能挖掘的市场潜力越大,其对于未来市场份额的预期就越高。 考虑到企业对于市场份额的

预期无法直接衡量,本文从市场需求潜力的角度对市场赋能效应进行了衡量。 因此,参考韩峰和柯善咨[50]

的测度方法来测算各地区的市场需求潜力(potential),具体计算公式如式(5)所示。

potentialit = ∑
n

i = 1

Yit

dδ
ij

                             (5)

其中: Yit 为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 dij 为两个城市之间的距离; δ 为衰减参数,设为 1。 为了避免 dii = 0,
令 dii = 2R ii / 3,其中 Rii 为城市半径。 从表 8 可以看出,不管是否加入控制变量,(1)列和(3)列中公共数据开放

(public_data)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共数据的开放显著激发了地区的市场需求潜力。

表 8　 市场赋能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potential entrepreneur potential entrepreneur

(1) (2) (3) (4)

public_data 0. 1861∗∗∗

(3. 55)
0. 0352∗∗

(2. 58)
0. 1547∗∗∗

(3. 24)
0. 0242∗∗

(2. 18)

potential 0. 0800∗∗∗

(2. 96)
0. 0722∗∗∗

(2. 96)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560 2560 2560 2560
调整 R2 0. 9130 0. 6856 0. 9151 0. 7212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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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2)列和(4)列中市场需求潜力(potential)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地区市场潜力

的激发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的促进作用具有中介效应。 据此,公共数据开放的市场赋能效应得以

验证。
(二)要素赋能效应

公共数据作为数据要素本身,在不断渗透进生产领域的过程中,赋能资本要素向数字化、智能化方向转

变及劳动力要素向高技能结构转变[51] 。 公共数据开放所引致的资本结构和劳动力结构转变本质上就是企

业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的改变,主要表现为智能设备对劳动力的替代[52] 。 基于此,使用地区层面的工业机

器人的渗透密度作为资本结构升级的衡量指标。 根据许健等[53] 的方法,本文首先将 IFR ( international
 

federation
 

of
 

robotics)数据中的行业分类与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数据的行业分类进行匹配,得到中国各行业

在不同年份的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与库存数量。 其次,根据各行业的机器人安装数量及库存数量与各行业

的就业人数得到各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 最后,将中国第二次经济普查年份 2008 年作为基准年份计算出

各城市各行业的机器人密度的权重,将此权重与各行业的工业机器人密度相乘加权得到城市层面的工业机

器人密度指标。 具体计算公式见式(6)和式(7),式(6)和式(7)分别是用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与工业机器

人存量计算的工业机器人密度指标。
 

installit = ∑
S

s = 1

employs,i,t = 2008

employi,t = 2008

×
INSst

employs,t = 2008

                      (6)

stockit = ∑
S

s = 1

employs,i,t = 2008

employi,t = 2008

×
STOst

employs,t = 2008

                        (7)

其中:s 为行业; INSst、STOst 分别为行业 s 在 t 年的工业机器人安装数量、工业机器人存量; employs,t = 2008 为行

业 s在 t年的就业人数; employs,i,t = 2008 为城市 i的行业 s在 2008 年的就业人数; employi,t = 2008 为城市 i在 2008
年的就业总人数。

从表 9 的(1)列和(3)列可以看出,公共数据开放(public_data)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
明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促进资本结构的升级。 (2)列和(4)列中工业机器人渗透密度( install、stock)的回

归系数均显著为正,说明资本结构升级能够显著促进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 据此,公共数据开放的

要素赋能效应得以验证。

表 9　 要素赋能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机器人安装量 机器人存量

install entrepreneur stock entrepreneur
(1) (2) (3) (4)

public_data 1. 6323∗∗∗

(5. 17)
0. 0330∗∗∗

(2. 73)
10. 2817∗∗∗

(5. 29)
0. 0322∗∗

(2. 46)

install 0. 035∗∗∗

(2. 96)

stock 0. 0006∗∗

(2. 1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调整 R2 0. 8517 0. 6840 0. 8268 0. 6827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三)制度赋能效应

公共数据开放有助于进一步优化地区的营商环境,从而降低企业的制度性交易成本,以及企业的创业

活动成本,促进了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 参考“中国城市营商环境评价研究”课题组等[54]的研究方法,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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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　 制度赋能效应的检验结果

变量
environment entrepreneur

(1) (2)

public_data 0. 0112∗∗∗

(2. 98)
0. 0331∗∗∗

(3. 08)

environment 0. 4833∗∗∗

(3. 06)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观测值 2740 2740
调整 R2 0. 8983 0. 6885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表 11　 考虑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quality 0. 0259∗∗∗

(5. 82)
0. 0153∗∗∗

(3. 42)
0. 0184∗∗∗

(4. 79)
0. 0109∗∗∗

(3. 10)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调整 R2 0. 5557 0. 6341 0. 6233 0. 6756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表 12　 考虑地区整体创业活力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public_data 0. 9223∗∗∗

(9. 36)
0. 3306∗∗∗

(3. 11)
0. 5660∗∗∗

(5. 92)
0. 2176∗∗∗

(2. 71)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否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调整 R2 0. 1062 0. 7693 0. 7288 0. 7883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合数据的可获得性并剔除与本文控制变量相关联的维

度指标,从公共服务、人力资源、市场环境、创新环境、
金融服务五个方面构建地区营商环境综合指数②。 从

表 10 可以看出,中国城市营商环境综合指数作为营商

环境(environment)的衡量指标,公共数据开放( public_
data)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正,说明公共

数据开放显著优化了地区的营商环境。 (2)列中营商

环境(environment) 的回归系数均在 1%水平上显著为

正,说明地区营商环境的优化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数

据敏感型创业水平。 据此,公共数据开放的制度赋能

效应得以验证。

六、进一步分析

(一)高质量的公共数据开放与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

根据理论分析中所述,随着公共数据开放质量的提升,其作为数据要素的价值释放作用越强,从而能够

进一步强化公共数据开放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效应。 基

于此,根据《中国地方政府数据开放报告(指标体系与

标杆体系)》,本文通过中国城市开放数林综合指数来

衡量各地区的公共数据开放质量(quality),该指数越高

说明公共数据开放的质量越高。 从表 11 可以看出,不
管是在何种情况下,公共数据开放质量(quality)的回归

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公共数据开

放质量的提升,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

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
(二)公共数据开放与地区整体的创业活跃度

公共数据开放能够通过要素赋能效应促进企业的

要素升级和管理优化,扩大了对高技能人才的需求,促
进了创业活跃度的提升,尤其是数据敏感型创业[55] 。
基于此,进一步探讨公共数据开放能否提升地区整体

的创业活跃度。 选取每百人中新创企业数 ( entre _
activity)作为地区创业活跃度的衡量指标,回归结果见

表 12。 不论是在何种情形下,公共数据开放( public_
data)的回归系数均在 1%的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公

共数据开放能够推动地区整体创业活跃度的提升。
(三)信息获取能力与公共数据开放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效应

根据理论分析中所述,信息获取能力的提升不仅能够降低创业者获取数据要素的门槛,加速其数据价

值的转化,而且能够减弱创业者对政策不确定性的感知程度,进而激发其创业意愿,尤其是数据敏感型创

业[43] 。 基于此,选取各城市的互联网普及率( internet)及移动电话普及率(phone)来衡量各城市的信息获取

程度。 互联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越高,意味着获取信息的程度就越强。 本文分别将公共数据开放与

互联网普及率的交互项和公共数据开放与移动电话普及率的交互项代入式(1)。 从表 13 可以看出,除了(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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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　 考虑异质性的估计结果

变量
高市场分割城市 低市场分割城市

(1) (2)

public_data 0. 0600
(1. 49)

0. 0360∗∗∗

(3. 08)
控制变量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是 是

费舍尔组合检验 -0. 024∗

观测值 882 1892
调整 R2 0. 7635 0. 627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表 13　 考虑信息获取能力的估计结果

变量 (1) (2) (3) (4) (5) (6)

public_data
-0. 0245
( -0. 97)

-0. 0603∗∗

( -2. 57)
-0. 0477∗∗

( -2. 30)
-0. 0232
( -0. 86)

-0. 0481∗

( -1. 70)
-0. 0409
( -1. 63)

internet 0. 0007∗∗

(2. 42)
-0. 0002
( -0. 80)

-0. 0001
( -0. 80)

public_data×internet 0. 0025∗∗∗

(2. 95)
0. 0027∗∗∗

(3. 47)
0. 0021∗∗∗

(3. 03)

phone 0. 0006∗∗∗

(4. 59)
0. 0001
(0. 53)

0. 0002
(1. 04)

public_data×phone 0. 0007∗∗∗

(3. 35)
0. 0006∗∗∗

(2. 77)
0. 0005∗∗

(2. 54)
控制变量 否 否 是 否 否 是

城市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否 是 是

观测值 2780 2780 2780 2780 2780 2780
调整 R2 0. 6147 0. 6719 0. 6992 0. 6365 0. 6907 0. 7119

　 注:∗ 、∗∗ 、∗∗∗分别表示在 10%、5%、1%水平上显著;括号内为 t 值,标准误聚类到城市层面。

列中的交互项系数在 5%水平上显著为正以外,公共数据开放分别与互联网普及率和移动电话普及率的其

余交互项系数均在 1%水平下显著为正,说明随着地区信息获取程度的增强,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

型创业的促进作用也随之增强。
(四)公共数据开放与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城市市场分割程度异质性

探究城市市场分割程度的不同是否会对公共数据

开放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效应产生异质性影响。 具体而

言,参考盛斌和毛其淋[56] 的方法使用价格指数法来计

算市场分割指数。 若城市市场分割指数大于等于均

值,则视为市场分割程度较高的城市,赋值为 1;若城市

市场分割指数小于均值,则视为市场分割程度低的城

市,赋值为 0。 从表 14 可以看出,低市场分割城市的公

共数据开放( public_data)系数在 1%的水平上显著为

正,而高市场分割城市的公共数据开放系数( public_
data)不显著。 为了进一步检验组间系数是否存在差

异,采用费舍尔组合检验法进行检验。 费舍尔组合检

验的系数在 10%水平上显著,说明组间系数存在显著差异。 这说明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创业的促

进作用在低市场分割城市更明显。 相比于高市场分割城市,低市场分割城市往往存在更加统一的要素市场

和更低的市场壁垒,要素流通更加自由,具有更高的资源配置效率。 因此,创业者能够以更高的效率将数据

要素与其他生产要素相结合,实现数据要素成果的孵化,激发数据敏感型创业的意愿。

七、结论与建议

(一)研究结论

在 2010—2019 年的研究区间内,地方政府上线公共数据开放平台后,数据敏感型企业的新建数量会出

现显著的增加,即公共数据开放能够显著提升地区的数据敏感型创业水平,并且该结果通过了一系列的稳

健性检验。 本文为理解数字经济时代下政府的“赋能者”角色提供了新的视角,延伸了传统公共治理理论中

政府的服务职能,丰富了传统公共治理理论的内涵。 同时,揭示了公共数据作为公共资源释放公共价值的

方式,从而拓展公共价值的生成路径,丰富了公共价值理论的研究视角。 随着公共数据开放质量和地区信

息获取程度的提升,公共数据开放对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力的影响效应也随之提升。 研究有助于更加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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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地认识公共数据开放与地区数据敏感型创业活动之间的关系,为相关政策的科学制定提供针对性的启示。
(二)政策建议

第一,聚焦公共数据质量评估与分类分级开放,推动与非公共数据的可信融合。 各级政府应建立常态

化的数据质量评估机制,从准确性、完整性、一致性、时效性等维度制定可量化的评估标准,并定期发布质量

报告,确保开放数据的可用性与可靠性。 在此基础上,依据数据安全与隐私风险,对公共数据进行精细化的

分类分级,明确不同数据的开放等级,以及针对不同主体设定差异化的访问权限和使用规则。 同时,积极探

索公共数据与非公共数据的安全融合路径,通过可信数据空间、隐私计算、联合建模等技术手段,在不泄露

原始数据的前提下,形成融合数据产品,服务于精准决策、市场研判、创新孵化等场景。
第二,不断完善数字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数据要素价值评估体系,推动高质量的公共数据开放,带动高

质量创业。 各级政府应致力于建设数字基础设施,提高互联网普及率,拓宽不同经济行为主体获取信息的

渠道,在提升信息透明度的同时丰富经济主体对信息的获取途径。 同时,各级政府应积极构建数据要素价

值评估体系,对公开数据的真实性和时效性等方面的价值进行系统评估,同时加强公共数据的开放广度和

开放深度,实现以高质量的数据开放带动高质量的创业,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
(三)研究展望

本文采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及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新创企业数作为数据敏感型创业

的代理变量,主要基于该类行业具有较高的数据密集性与技术依赖性,与数据要素的关联较为直接。 然而,
金融、零售、制造等其他行业中同样存在大量对数据高度敏感的创业活动,这些行业的创业行为同样受公共

数据开放的显著影响。 在识别过程中,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取性,以及数据敏感程度缺少统一的衡量指标,本
文只选取了与数据要素的关联较为直接的行业而未将其他行业中对数据敏感的创业活动纳入本代理变量

的覆盖范围。 因此,对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度量可能存在部分行业选择偏差,从而在一定程度上低估或窄化

了公共数据开放对数据敏感型创业的影响。 希望未来研究可尝试构建统一识别指标,更加精准地识别数据

敏感型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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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Abstract:
         

In
 

the
 

digital
 

economy
 

era,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is
 

mainly
 

manifested
 

as
 

the
 

inability
 

of
 

datasensitive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to
 

enter
 

the
 

market
 

due
 

to
 

data
 

scarcity.
 

Based
 

on
 

the
 

dual
 

attributes
 

of
 

public
 

data
 

as
 

both
 

a
 

data
 

factor
 

and
 

a
 

public
 

service,
 

the
 

effect
 

of
 

open
 

public
 

data
 

on
 

regional
 

datasensitive
 

entrepreneurship
 

was
 

examined
 

over
 

the
 

sample
 

period
 

from
 

2010
 

to
 

2019.
 

A
 

quasinatural
 

experiment
 

based
 

on
 

the
 

launch
 

of
 

open
 

public
 

data
 

platforms
 

by
 

local
 

governments
 

was
 

employed
 

to
 

identify
 

the
 

causal
 

impact.
 

The
 

empirical
 

results
 

indicate
 

that
 

open
 

public
 

data
 

significantly
 

promotes
 

regional
 

datasensitive
 

entrepreneurship
 

and
 

alleviates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Mechanism
 

analysis
 

reveals
 

that
 

open
 

public
 

data
 

releases
 

regional
 

market
 

demand
 

potential,
 

provides
 

more
 

highquality
 

production
 

factors,
 

and
 

improves
 

the
 

business
 

environment.
 

These
 

effects
 

stimulate
 

the
 

market
 

entry
 

of
 

datasensitive
 

entrepreneurs,
 

forming
 

marketenabling,
 

factorenabling,
 

and
 

institutionalenabling
 

effects.
 

Further
 

analysis
 

shows
 

that
 

the
 

positive
 

effect
 

is
 

amplified
 

with
 

better
 

data
 

quality
 

and
 

higher
 

regional
 

information
 

accessibility.
 

Open
 

public
 

data
 

also
 

enhances
 

overall
 

regional
 

entrepreneurial
 

activity.
 

The
 

facilitating
 

effect
 

is
 

stronger
 

in
 

cities
 

with
 

lower
 

degrees
 

of
 

market
 

segmentation.
 

These
 

findings
 

may
 

offer
 

implications
 

for
 

overcoming
 

the
 

liability
 

of
 

newness
 

in
 

the
 

digital
 

economy
 

and
 

for
 

creating
 

a
 

digital
 

environment
 

that
 

supports
 

entrepreneurial
 

activities.
Keywords:

         

public
 

data
 

opening;
 

data-sensitive
 

entrepreneurship;
 

liability
 

of
 

newness;
 

market
 

empowerment;
 

factor
 

empowerment;
 

institutional
 

empower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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